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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中国 2000—2017年 279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
市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 ( 1) 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具有促进效果; ( 2) 既开通高铁又开通城轨
的城市可进一步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城轨与高铁的衔接可以提升城市“全程可达性”，增强城市的人口吸引
力; ( 3)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提升效果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开通城际高铁和城轨
的城市更有利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城际高铁与城轨的衔接进一步扩大高铁的同城化效应，高铁和城轨开

通对人口城市化的提升效果在一二线城市更为明显，高铁和城轨的开通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在城市之间的极

化效应。据此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断完善高铁网络系统; 协同建设、“三网融合”，强
化轨道交通有效衔接和提高运输效率; 突破壁垒、共建共管，发挥城市群主导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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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由 1978年的 17．92%上升到 2018年

的 59．58%。城市化水平跃升的背后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先导性和支撑性作用。中国日益完善的
交通网络系统通过以下途径促进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 压缩时空，提高城市可达性; 突破壁垒，促进要

素流动; 提高效率，发挥集聚优势［1－2］。当前，中国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高速铁路( 高铁) 和
城市轨道交通( 城轨) 的广泛布局与快速建设，不断打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城市空间，为区域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相比于普通快速列车，高铁运行速度倍增，使得站点城市有效摆脱地
理区位束缚，城市通达性和辐射作用大幅提升，有效促进人口等要素的跨地区流动［3］; 另一方面，相比

于公路交通，城轨兼具速度与效率优势，可有效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降低居民通勤成本，提高城市承载

力和吸引力，促进人口向城市迁移［4］。可见，高铁和城轨的布局与建设是多层次城市交通网络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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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要环节，在促进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同时纳入考察范

围，探索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效果。
高铁作为交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重塑了中国的经济空间布局，正在深刻地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5］。从全国层面看，高铁的建设和发展强化了区域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为消除城乡差
距、地区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6］。从区域层面看，高铁的开通增强了城市群内部经济的联
系，加快了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促进了沿线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优化与重组［7－8］。从城市层面看，高
铁开通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城市的通达性，两小时经济圈范围内高铁沿线城市的通达时间节约比例高

达 50%［9］。同时也有学者重点研究高铁建设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覃成林等［10］发现，高速铁路通过
提高城市可达性影响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可达性每提高 1%，可引起城市人口增长 0．67%。李善同和
王菲［4］认为，随着快速铁路的建设，重要交通走廊将提升沿线区域、沿线中心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形
成以交通线路为轴线的城市群和产业带，推动这些区域成为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域。刘金凤和赵勇［11］发现，在短期内，高铁建设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开通高铁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利于
该类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总体上，高铁开通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作用于人口城市化。从供给层面侧看: 一方面，提升

交通可达性可以扩大异地劳动力的工作搜寻范围，而拥有高铁的站点城市通常是区域范围内经济较

为发达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虹吸效应，高铁城市将导入更多外来人口［10］; 另一方面，

高铁新区的建设极大地扩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并为外来人口提供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便利，有
效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从需求层面侧看: 高铁开通的时空压缩效应可以
淡化城市行政边界，使得区域间要素流动障碍逐渐被打破，有效提高劳动、资本、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的
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城市生产效率，而效率提升可以进一步扩大劳动力需求，并且可以

提高薪资水平，吸引更多外来人口流入。但是，高铁开通也可能带来城市间的极化效应［12］。高铁开
通可以强化中心城市的区位条件，并扩大与中小城镇可达性的差距，从而加速人口等要素向中心城市

集聚，导致人口城市化呈现城市层级间的不平衡发展。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高铁的开通会对人口城市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是从区域范

围“城市间可达性”的视角展开，即高铁开通有效降低沿线城市之间的通勤成本，进而产生人口集聚效
应，并未从市域范围考察城轨开通对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否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城轨开通
加强了城市内部的连接，有效提高城市辖区之间的可达性。踪家峰和淦振宇［13］认为，城轨有力地促
进了城市空间再开发，可以优化产业布局，带动经济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范子英等［14］发
现，城轨具有运客量大、通行距离长、准点率高等优点，可有效缓解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和交通拥堵等
问题。另一方面，城轨开通加强了高铁站点与市区的连接，提升高铁的“城市内可达性”［15］。宋文杰
等［16］发现，中国高铁站点中有约一半的站点距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大于 5 千米，并且从市区到高铁站
点的综合交通能力较弱，在有公交服务的高铁站点中，约 1 /3 的站点到达市区的时间超过 1 小时，还
有诸多高铁站点没有公交服务。可见，高铁站点建设偏远问题极大地降低了高铁城市的“城市内可达
性”。此时，城轨成为衔接高铁站点与市区的桥梁，高效便捷的换乘系统进一步促进要素在城市间的
流动，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限于高铁开通对城市化的影响，缺乏对城轨开通能否有效促进人口城市化，

以及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提升是否存在互补效应的研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
献进行扩展: 第一，兼顾城际和市域交通条件的改善，分别以高铁和城轨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 DID) ，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第二，分别从区域层面、城市群层
面和城市层面的差异出发，检验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异质性作用效果; 第三，重视因互为

因果、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等多种检验方法获得更为
稳健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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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探索的核心问题是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平是否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高铁和
城轨的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有效识别人口城市化水平在高铁和城轨开通前后

的差异。参考刘金凤和赵勇［11］、范子英等［14］的方法，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Urbanizationit = α + βHSＲit + Xit + μi + ηt + εit ( 1)
Urbanizationit = γ + λMETＲOit + θXit + μi + ηt + εit ( 2)
其中，Urbanizationit 表示人口城市化水平，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HSＲit为城市 i在时间 t是否开

通高铁的虚拟变量，参数 β为高铁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METＲOit为城市 i在时间 t是否开通
城轨的虚拟变量，参数 λ为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Xit 为控制变量，参数 和 θ为控制变
量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关注的
系数是 β和 λ，若得到的估计值为正，则表示高铁和城轨的开通促进了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 若估计值
为负，则高铁和城轨的开通阻碍了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
为了进一步探讨高铁和城轨的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提升是否存在互补效应，本文将高铁开通和

城轨开通的交互项加入模型( 1) 中，可得到模型如下:
Urbanizationit = α + βHSＲit + ρHSＲit × METＲit + Xit + μi + ηt + εit ( 3)
其中，参数 ρ反映高铁和城轨均开通的城市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若 β和 ρ同时为正数，则表

明城轨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了高铁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若 β为正数，ρ为负数，则表明城轨的建设不
利于高铁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将回归模型( 1) 、( 2) 、( 3) 的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
(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人口城市化( Urbanization)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逐渐突破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实现农业人口

非农化、非农人口市民化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当前中国城市居住着大量的农村户籍的流动人
口，如果以户籍人口反映城市人口数量，将会低估中国城市化水平［17］。另外，城市第二三产业主要集
中于市辖区，且高铁和城轨导入的外来人口主要居住于市辖区。因此，本文以市辖区常住人口占城市
总人口的比值反映人口城市化水平［18］。

2． 解释变量: 高铁开通( HSＲ) 和城轨开通( METＲO)
对于高铁和城轨开通的度量，本文采用 0和 1的虚拟变量表示［19］。当 HSＲit = 1时，表示第 i个城

市在第 t年开通了高铁; 当HSＲit = 0时，表示第 i城市在第 t年未开通高铁。当METＲOit = 1时，表示第
i个城市在第 t年开通了城轨; 当 METＲOit = 0时，表示第 i城市在第 t年未开通城轨。

3． 控制变量
( 1 ) 服务业集聚水平( SEＲ ) 。服务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承接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本文利用区位熵方法测算各市服务业产值的相对集聚水平，公式

为: SEＲ = eir ∑ i
eir( ) ∑ i

eir ∑ i∑ r
eir( ) ，其中，eir 表示 i城市 r产业的产值［20］。

( 2 )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可吸引较多的产业投资，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金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外资金额使用年末汇率折算为人
民币［21］。
( 3 ) 城市土地资源( LAN) 。土地是城市重要的资源禀赋，直接影响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本

文使用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反映城市土地资源状况［22］。
( 4 ) 城市教育资源( EDU) 。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可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口，提升人口城市化

增长潜力，本文采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城市教育资源的代理变量［23］。
( 5 ) 医疗卫生水平( MED) 。医疗卫生水平反映出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宜居程度，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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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每百人拥有的医生数反映城市医疗卫生水平［24］。
本文的样本城市共计 279个，时间跨度为 2000—2017 年。2008 年，中国开通运营第一条真正意

义上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此后高铁开通城市逐年增加。本文将 2008 年及以后开通高铁
的 181个城市作为处理组，未开通高铁的 98 个城市作为控制组。2004 年，中国掀起兴建城市轨道交
通的热潮，截止到 2017年底，中国内地共有 33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基于双重差分法对处理组
和控制组样本量的需求，本文剔除 2004 年之前开通城轨的 6 个城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春和
大连) ，将剩余 27个开通城轨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余 252个未开通城轨的城市作为控制组。高铁开
通数据来源于国家铁路局和相关新闻报道，城轨开通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统计分析报告，相

关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结果

表 1 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0．014 3＊＊

( 0．006 0)
0．017 3＊＊＊

( 0．005 0)
0．011 3＊＊

( 0．005 7)
0．013 0＊＊＊

( 0．004 7)

METＲO 0．041 5＊＊

( 0．019 6)
0．060 0＊＊＊

( 0．012 9)

HSＲ×METＲO 0．036 2*

( 0．021 3)
0．055 4＊＊＊

( 0．013 6)
Control No Yes No Yes No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5 022 5 022 5 022 5 022 5 022 5 022
Ｒ2 0．952 6 0．966 0 0．952 8 0．966 6 0．953 0 0．966 8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表 1 报告了高铁和城
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影

响。首先，从列( 1 ) 和列
( 2) 观察高铁开通的作用
效果。HSＲ 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促

进了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

升，这与覃成林等［10］的研

究结论相似，高铁提升城

市可达性，“虹吸效应”促
进人口向高铁城市集聚。
以列( 2) 为例，相对于未开
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

使得人口城市化水平增加

0. 017 3。由于未开通高铁
的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均值为 0．309 8，这一估计系数表明高铁开通使得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
5. 58个百分点。
其次，从列( 3) 和列( 4) 观察城轨开通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与高铁开通的结果类似，城轨开通

同样具有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的效果。以列( 4) 为例，相对于未开通城轨的城市，城轨开通使得
人口城市化水平增加 0．060 0。由于未开通城轨的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均值为 0．306 8，这一估计系数
表明城轨开通使得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 19．56 个百分点。可以发现，相对于高铁，城轨对于大
部分城市是一种稀缺资源，开通城轨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对于人口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也更

加有效。
最后，观察列( 5) 和列( 6) ，考虑高铁开通和城轨开通的交互作用后，HSＲ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HSＲ×METＲO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这表明与仅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既开通高铁又开通城
轨的城市可进一步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高铁和城轨的开通对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确实存在互

补效应。城轨与高铁的衔接，可以提升市域内辖区之间的可达性，有效降低全程通勤成本，进而增强
高铁城市的人口吸引力。
( 二) 异质性分析

上文重点分析了高铁和城轨开通的平均处理效应，但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水平、城市群一体化程
度，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

异质性。下面从区域层面、城市群层面和城市层面出发，进一步分析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
—92—



杨桐彬，朱英明，周 波，刘梦鹤 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平的作用效果。
1． 区域层面: 地区差异的影响
东部地区依赖地理区位获得先发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地

区。以样本城市为例，东部地区已经开通高铁和城轨的城市比例分别是 73%和 16%，而中西部地区的
比例分别是 61%和 10%。因此，有待进一步检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是否影
响了人口城市化进程。

表 2 地区差异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0．023 2＊＊＊

( 0．008 6)
0．019 1＊＊

( 0．008 6)
0．009 2*

( 0．005 4)
0．005 4
( 0．004 9)

METＲO 0．052 3＊＊＊

( 0．014 0)
0．057 8＊＊＊

( 0．019 6)

HSＲ×METＲO 0．049 8＊＊＊

( 0．015 0)
0．052 2＊＊

( 0．023 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1 728 1 728 1 728 3 294 3 294 3 294
Ｒ2 0．967 0 0．966 0 0．967 6 0．969 8 0．970 5 0．970 5

注: 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所辖的地级市，
中西部地区包括其他城市;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2 东部地区的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列

( 1) 中 HSＲ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0．023 2) ，而且
大于表 1 列( 2) 中全样本
回归系数( 0．017 3) ，这表
明东部地区建设高铁对

于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

果更加明显。东部地区
拥有更加雄厚的产业基

础和充足的就业机会，对

于人口的吸引力更强，可

以支撑城市人口的长期

增长。继续观察列( 2) 和
列( 3) 可以发现，METＲO
和 HSＲ ×METＲO 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

轨的开通同样可以促进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并且既开通城轨又开通高铁的城市对于人口

城市化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
从表 2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列( 4) 中 HSＲ的回归系数仅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并且

相对较小( 0．009 2) ，这表明高铁开通对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果十分有限。刘金凤和赵
勇［11］发现，在短期内，高铁建设不利于中西部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与本文的结果略有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时间节点选择的差异，本文以 2008 年为节点，而前文将 2012 年作为节点。同时本文的
观测期截止到 2017年，长于前文的 2015年，可能高铁的开通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果近
几年才逐渐显现。列( 5) 和列( 6) 的结果表明，城轨的开通对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提升作用同
样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相对落后，加之为了带动周边县区发展，高铁站点建设偏远，
这导致高铁开通对于中西部城市全程可达性的提升效果不佳，如果能够配套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就可

以有效衔接高铁站点与市区，解决交通不畅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2． 城市群层面: 城际高铁的影响
城市群是由几个城市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城市化区域，城市群内部经济社会联系密切，是引领中

国人口城市化的主导力量。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内部交通运输能力，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开通了
京津、昌九、长吉等多条城际高铁。城际高铁多采用高密度、小编组、公交化的运输组织模式，极大地
提高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可达性和一体化程度。因此，本文继续探讨开通城际高铁的城市是否在
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方面更具优势。
本文样本期内共计 31个城市开通城际高铁，将其作为处理组，其他未开通高铁的 98 个城市作为

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并且将开通城际高铁的样本城市从高铁城市中剔除，剩余 150 个高
铁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他未开通高铁的 98个城市作为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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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效果的差异。从表 3列( 1) 和列( 4) 可以发现，HSＲ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开通城际高铁对人口
城市化的影响系数更大( 0．028 6＞0．016 7) 。在城市群内部布局城际高铁可以进一步突破行政边界的
束缚，加速要素在城际间流动，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带来契机。对比列( 2) 和列( 5) ，以及
列( 3) 和列( 6) ，同样可以发现，在开通城际高铁的城市，城轨的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促进效果更
加明显，城际高铁与城轨的衔接进一步扩大了高铁的同城化效应。

表 3 城际高铁的影响

变量
未开通城际高铁 开通城际高铁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0．016 7＊＊＊

( 0．005 1)
0．013 1＊＊＊

( 0．005 1)
0．028 6＊＊

( 0．013 5)
0．020 9*

( 0．012 2)

METＲO 0．060 1＊＊＊

( 0．009 1)
0．072 9＊＊

( 0．023 8)

HSＲ×METＲO 0．057 5＊＊＊

( 0．010 0)
0．061 0＊＊

( 0．027 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4 462 4 462 4 462 2 322 2 322 2 322
Ｒ2 0．963 0 0．965 7 0．966 0 0．970 3 0．970 8 0．970 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3． 城市层面: 综合竞
争力的影响

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

程受到城市经济发展、就
业机会、教育水平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城市的综合

竞争力越强，对人口的吸

引力越大。同时，我国的
高铁和城轨在成本收益的

考量下也会优先布局在综

合竞争力强的城市。因
此，本文继续探究城市综

合竞争力是否影响高铁和

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

促进效果。《第一财经周
刊》公布的 2017年城市排名可以较为合理地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3］。因此，本文根据城市分级情况
选择处理组样本，将既开通高铁又开通城轨的样本城市区分为一线( 包括一线和新一线) 和二线城市，

其中一线城市 14个，二线城市 12个，其余三线及以下城市划分为一类，将未开通高铁和城轨的 98 个
城市作为控制组，继续进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

表 4 综合竞争力的影响

变量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及以下城市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HSＲ 0．066 4＊＊＊

( 0．012 5)
0．044 7＊＊＊

( 0．010 7)
0．076 1＊＊

( 0．022 2)
0．056 4＊＊＊

( 0．017 3)
0．012 4＊＊

( 0．004 9)

METＲO 0．052 4＊＊＊

( 0．017 6)
0．080 8＊＊＊

( 0．018 1)
0．033 9＊＊＊

( 0．006 7)

HSＲ×METＲO 0．030 2＊＊

( 0．012 5)
0．047 8＊＊＊

( 0．013 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2 016 4 788 2 016 1 980 4 752 1 980 4 554 4 554
Ｒ2 0．974 1 0．967 3 0．974 2 0．968 5 0．965 0 0．968 9 0．964 8 0．964 6

注:样本期内三线城市中仅有淮安开通了城轨，但未开通高铁，因此，无法检验三线城市高铁开通与城轨开通的交

互作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4列( 1) 、( 4) 、( 7) 可以发现，HSＲ 的回归系数在二线城市最大( 0．076 1) ，一线城市次之
( 0. 066 4) ，三线及以下城市最小( 0．012 4) 。一线和二线城市主要包括东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和沿海城
市，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公共服务对中小城市人口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而高铁开通进一步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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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城市间的极化效应。另外，虽然高铁通过中小城市，但由于站点布局不合理和城乡规划问题，
高铁开通后部分城市的可达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降低，从而产生过道效应［5］。从列( 2) 、( 5) 、
( 8) 和列( 3) 、( 6) 也可以看出，METＲO和 HSＲ×METＲO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高铁和城轨协同建设对
于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城市化提升十分有效，这为三线及以下城市通过完善市内公共交通体系促进

人口集聚提供了借鉴意义。
四、稳健性检验
( 一) 平行趋势检验

保证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趋同假设，即如果没有高铁开通和城轨开通的冲击，处

理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应该是平行的。为了检验这一点，本文借鉴唐为［25］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
法来进行平行趋势的检验。具体而言，采用如下的估计式:

Urbanizationit = α +∑
k = 9

k = －8
βk × Hit0+k

+ μi + ηt + εit ( 4)

Urbanizationit = α +∑
k = 13

k = －4
λk × Mit0+k

+ μi + ηt + εit ( 5)

式( 4) 中，Hit0+k 是一系列的虚拟变量，表示高铁开始开通的第 k年。具体来说，t0 表示城市 i开通
高铁的第一年，k表示高铁开通之后的第 k年。本文的样本期是从2000年到2017年，因此，覆盖了高铁
开通前的 8年，与开通之后的 9年。同理，式( 5) 中，Mit0+k 表示城轨开始开通的第 k年，覆盖了城轨开
通前的4年，与开通之后的13年。本文关注的变量是 βk和λk，表示开通高铁和城轨的城市在政策开始

第 k年时，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如果 βk和 λk在 k ＜ 0期间的趋势较为平缓，
则证明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反之，如果在 k ＜ 0期间的发展趋势明显上升或下降，则证明处理组与控制
组在政策执行之前，已经有了显著的差异，不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图 1汇报了 βk 和 λk 的变动趋势，证实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 k ＜ 0的区

间，β和 λ的估计值的变化非常平缓，且在大部分年份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此之前
并无显著差异; 从 k = 0开始，β和λ的估计值逐渐上升为正。高铁开通5年后( 2013年以后) 、城轨开通
10年后( 2014年以后) 的影响系数变为显著，表明高铁和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果具有一定
的时滞性。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 二) 安慰剂检验

上文在基准回归部分控制了丰富的地区特征和双向固定效应以减轻遗漏变量问题，但是仍然可

能存在其他的目前无法观测的城市特征，从而导致估计的偏误。对此，本文采用了一个间接性的安慰
剂检验方法［26］。首先，根据公式( 1) 和( 2) 可得出 HSＲ和 METＲO的系数估计值 β̂和 λ̂的表达式:

β̂ = β + γ ×
cov( HSＲit，εit | Z)
var( HSＲit | Z)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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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λ + ×
cov( METＲOit，εit | Z)
var( METＲOit | Z)

( 7)

其中，Z包括其他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γ和 为非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果 γ = 0、
= 0，则非观测因素不会影响到估计结果，即证明 β̂和 λ̂是无偏的，但这一点无法直接验证。为此，本
文采用了间接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其逻辑是找到一个理论上不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错误变量替

代 HSＲit和METＲOit，由于随机产生，则 β = 0、λ = 0; 如果这个错误的估计变量实际上对结果产生影响，

即 β̂和 λ̂不为零，则证明本文的估计方程有误，表明其他特征因素会影响到估计结果。
为此本文随机生成开通高铁和城轨的城市名单，从而产生一个错误的估计，即 β̂random和 λ̂random。再

使这个随机过程重复 1 000次，在图 2展现出所估计出的 1 000个估计值的分布。结果表明，通过随机
处理后得出的估计系数 β̂random 和 λ̂random 均值分别为 0．000 09和 0．000 3，与基准结果相比已非常接近于

0，并且 1 000次随机过程中 β̂random 和 λ̂random 的分布在 0的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从而证明未观测的地
区特征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之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图 2 安慰剂检验

( 三)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开通高铁和城轨的城市并非完全随机选择，而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有同
时影响到人口城市化水平，则会产生高铁和城轨开通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
变量法检验上文结论的稳健性。在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实证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是采用海拔和坡度
等自然地理因素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观察值越大，表明修建高铁和城轨的成本和难度越

大，能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要求［27］。另外，由于本文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如果只采
用城市海拔和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则会因固定效应而无法度量，因此，需要寻找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工

具变量。对于高铁开通变量，本文采用城市平均海拔高度与高铁开通年份( 2008—2017) 时间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28］。对于城轨开通变量，本文构造城市坡度的倒数与上一年城
市出租车数量占全国比重的交互项作为城轨开通的工具变量［29］。
表 5报告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的参数结果。首先，观察列( 1) 和

列( 2) 高铁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海拔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水平具有促进效果。其次，观察列( 3) 和
列( 4) 城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工具变量与城轨开通呈现正
相关，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证实，城轨开通可以促进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最后，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的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的结果大于 Stock-Yogo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Hansen
J statistic的结果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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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高铁开通的影响 城轨开通的影响

第一阶段( 1) 第二阶段( 2) 第一阶段( 3) 第二阶段( 4)
HSＲ Urbanization METＲO Urbanization

HSＲ 0．054 5＊＊＊

( 0．008 7)

Altitude×i．2008 －0．026 5＊＊

( 0．020 1)

Altitude×i．2009 －0．086 8＊＊＊

( 0．020 7)

Altitude×i．2010 －0．136 5＊＊＊

( 0．023 1)

Altitude×i．2011 －0．178 4＊＊＊

( 0．026 1)

Altitude×i．2012 －0．246 1＊＊＊

( 0．028 2)

Altitude×i．2013 －0．313 6＊＊＊

( 0．029 7)

Altitude×i．2014 －0．239 3＊＊

( 0．041 2)

Altitude×i．2015 －0．295 7＊＊

( 0．041 5)

Altitude×i．2016 －0．242 8＊＊＊

( 0．045 9)

Altitude×i．2017 －0．217 3＊＊

( 0．046 9)

METＲO 0．100 9＊＊

( 0．044 9)

Slope×F．taxi 8．034 8＊＊＊

( 2．088 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Obs． 5 022 5 022 5 022 5 022

LM statistic 287．521( P = 0．000 0) 15．327( P = 0．000 1)
F statistic 26．995 80．631

Hansen J statistic 23．164( P = 1．000 0) 7．894( P = 1．000 0)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具有先导性和支撑性作用。本文借助高铁开通和城轨开

通的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 2000—2017 年 279 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
察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 ( 1) 在样本考察期内，高铁和城轨的开通促进
了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高铁开通使得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约 5．58个百分点，城轨开通使得人口城
市化水平提高约 19．56个百分点; ( 2) 既开通高铁又开通城轨的城市可进一步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
城轨与高铁的衔接可以提升城市辖区间的可达性，有效降低全程通勤成本，进而增强高铁城市的人口

吸引力; ( 3)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于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但在中西
部地区的效果十分有限，城轨开通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提升作用均较为有效，在开通

城际高铁的城市，高铁和城轨的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城际高铁与城轨的衔接进一

步扩大高铁的同城化效应，高铁和城轨的开通对一二线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更为明显，高铁和城

轨开通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在城市间的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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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断完善高铁网络系统。东部
地区高铁密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应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高铁建设的投入力度。短期内高铁开通的极
化效应和过道效应可能导致中西部城市人口的流出，但随着高铁对本地经济的带动效应逐渐显现，中

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将得到提升。二是协同建设、“三网融合”，强化轨道交通有效衔接和提高
运输效率。轨道交通“三网融合”是指，将市区城轨、市域快轨和城际铁路网无缝相接，组成完整的轨
道交通网络。当前城轨建设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应加大城轨在技术标准、审批、规划、建设等方面的
国家层面宏观管理，这对于充分发挥高铁和城轨效能，提升城市“全程可达性”和人口城市化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30］。三是突破壁垒、共建共管，发挥城市群主导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应以城市群
内中心城市为主体，建立跨地域的轨道交通管理体制，突破由于行政主体不同产生的机制障碍，做好

相关规划、建设、运营等工作，促进中小城市融入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扩展人口城市化集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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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 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Opening

of High-speed Ｒail and Urban Ｒail
YANG Tongbin1，ZHU Yingming1，ZHOU Bo2，LIU Mengh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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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79 cities from 2000 to 2017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 of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2) Cities that
open both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rban
rail and high-speed rail can improve the“full range accessibility”of high-speed rail cities and enhance the population attrac-
tion．( 3)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inter-city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s
more obvious，and the connection of inter-city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further expands the urbanization effect． The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tier cities．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nd urban rail further expands the polarization effect．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to improve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system，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 cohesion of rail transit，and to give full play the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guiding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high speed railway; urban rail transi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ifference-in-
differ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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